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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 
——以《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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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高峰。在中国，它曾在不同时期被不同译者多次翻译成汉语。研究中借用 

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中非文本因素思想，对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进行划分，据此分析和讨论《吉檀迦 

利》冰心译本，论证非文本因素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产生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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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檀迦利》是世界诗坛巨匠泰戈尔中期诗歌创 

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艺 

术风格的诗集。在英国著名诗人叶芝的鼓励和帮助下， 

泰戈尔以再创作的形式用英文将孟加拉语写成的 《吉檀 

迦利》《渡船》和《奉献集》里部分诗节翻译成英文自 

由诗，最终形成了英文版的《吉檀迦利》。这部宗教抒 

情诗集，是一份“奉献给神的祭品” ，它以轻快、欢畅 

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 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 表达 

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关怀。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了由著名作家冰心先生翻译的 《吉檀迦利》 中文全 

译本。 译本一经出版便获得极大的成功， 数次由不同出 

版社翻印、再版，印数超过百万册，现已成为中国影响 

最广泛的、最权威的《吉檀迦利》中文全译本。这部译 

作自出版以来即被普遍认为是佳译， 无论在译本的印刷 

数量还是语言质量上，都比其他译作有明显的优势 [1] ， 

如今已成为泰戈尔诗歌的经典译本广为流传。 

在译入语系统内， “翻译并非只受到文化系统相对 

关系的影响，哪个文化成为源语文化也并非取决于其 

是否占统治地位；被翻译文本的内容与目的语文化的 

具体历史需求相结合，共同制约着翻译实践” [2] 。冰 

心的译本《吉檀迦利》当然也不例外。学界为译本成 

功感到欢呼雀跃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探索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关于影响译本因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译本语 

言质量、译者自身素质、诗歌本身的美感等方面。据 

笔者调查，从文本角度探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的 

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多达上百篇，但从未有学者提及 

非文本因素对于译本的影响。文本因素固然在文学翻 

译中扮演决定性的因素，非文本因素也起到了催化剂 

的作用，是一部译作传播的重要动因。 

一、改写理论与非文本因素 

文本因素，顾名思义是指翻译语言、意象、文体、 

风格、韵律等诸多文学要素。关于什么是非文本因素， 

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但译作在传播中会受到文本和非 

文本因素的影响却是学界公认的。从本质上讲，文学 

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研究属于翻译的 “外部研究” ， 而 

文本因素研究属于“内部研究” 。显然，现有研究在文 

本因素上着墨过多。传统翻译研究大部分仍停留在分 

析冰心在语言上的优势，很少有从文本以外的角度分 

析冰译本产生的原因。如果把文本因素看作一部译作 

产生的基础，那么非文本因素的介入便是一部作品产 

生的推动因素。非文本因素从本质上讲是具有社会属 

性的，属于外在因素，它不从属于语言，是一切社会、 

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因素的集合。 
(一) 非文本因素的提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在 

翻译研究中提出的“双重解读”(Double Reading)之策 

略。所谓“双重读解” ，是指“将各种文化产物与生产 

这些产物的特定场域相联系， 既拒绝纯粹的内在解读， 

亦反对将它们直接化约为各种外在因素” [3] 。种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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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无疑是将翻译研究看成了两个层面的活动：文本因 

素(内在解读)和非文本因素(外在因素)， 两个层面相互 

依存，互相制约。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 

哈尔(Itama Even­Zohar)在吸收前人翻译研究成果的同 

时，借用社会学与符号学的概念，提出了多元系统理 

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 

号现象， 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 

如诗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 

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 

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 

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 

统组成的多元系统。这种论述首次把语言、文学、经 

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非文本因素纳入到翻译研究的 

范畴，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与内涵。这两种划分虽 

然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 
① 
， 但是都无一例外的将非文本 

因素提上了翻译研究的日程，在实质上肯定了非文本 

因素对于译本产生、接受的影响和作用。 
(二) 改写理论中的非文本因素思想 

美籍比利时裔学者勒弗维尔(Lefevere)在继承布 

迪厄“双重解读”和佐哈尔“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翻译研究理论中的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认为 

“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解释各种写作和改 

写活动如何受制于某些限制因素” ，并不“把文学看成 

文学实践的心理过程,而认为文学是由某种社会机制 

支配和组织的观念和现实” [4] 。据此，他明确地把三 

个主要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纳 

入翻译研究的范畴。改写理论不仅进一步扩大、明晰 

了翻译研究的对象、范畴，还从社会学角度，为文学 

翻译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它使翻译研究的焦点从 

单一的文本因素(linguistic  factors)转向复杂的非文本 

因素(non­linguistic factors)，从语言学层面转入社会文 

化学层面。 从此， 文学翻译不在是单一的语言学问题， 

而是从属于社会、政治、文化多元系统。改写理论关 

注的要素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符号现象，从译本的社会 

运行方面考察影响译本形成、传播的因素。从这个意 

义上讲，改写理论恰恰为分析非文本因素提供了理论 

基础，与微观层面的“语言研究”形成互补共生的关 

系，共同揭示译本在异质文明中产生的因素。 
(三) 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有四大制约因素，按重要性次 

序排列分别为：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万象和语言。 

首先，译本要在译入语文化中传播首先不能与译入语 

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如果冲突存在，译者就应 

该对内容进行大肆的修订、删减、改变，力求消解冲 

突；其次，译作应为读者所接受，符合读者的诗学预 

期。再次， 原文的文化万象也应为译入语国家所接受， 

如果有文化冲突须加以解释或者调整、删减，否则读 

者就会不知所云。 作者认为最为次要的语言， 因为合格 

的译者或者研究者都应该早就理所应当地解决了语言 

层面的问题。他认为对翻译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三种权 

威：赞助人、 “优势”文化和“权威”文本。在此基础 

上，勒弗维尔根据影响力的重要性，提出文学翻译“改 

写三要素” ：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如图 1所示)。 

图 1  勒弗维尔改写理论中非文本因素、 

文本因素与译本的关系 

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把影响译本的主要非文 

本因素囊括在内，但却忽视了译者本人这个特殊的非 

文本因素的作用。毋庸置疑，意识形态、诗学、赞助 

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必须要作用于译者身 

上才能发挥其作用，而译者本人又是一个独立存在， 

自身的文化、知识、天赋、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译 

本有影响；同时译者也可以通过自身权威反作用于意 

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由此，文学翻译中主要的 

四种非文本因素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相互制衡的互动关系，共同与翻译中的文本因素相互 

作用，最终形成译本。因此，对文学翻译有重大影响 

的还存在着第四种权威——译者，这种权威既有其相 

对独立性、又与其他三种权威发生交互联系。割裂译 

者因素分析译本不仅不全面，更是割裂了译者因素与 

其他非文本因素的联系，使分析和研究不太可靠。把 

译者因素单列为一项非文本因素不仅可以彰显作为翻 

译活动实际操作者译者的主体地位，还能从深层次上 

揭示译者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其他非文本因 

素之间的主体间性，从而起到扩展翻译研究广度与深 

度的作用。依笔者看法，非文本因素和文本因素与译 

本关系应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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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 

助人与译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与文本因素一 

起形成合力,促成译本的形成。此外，文本因素也不同 

于传统研究中的翻译，它是囊括翻译在内的一切文学 

要素的集合。由此可见，对翻译研究中非文本因素和 

文本因素的划分大大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也使得 

翻译研究能够更好、更深刻的揭示翻译实践。据此， 

本文在借鉴改写理论中非文本因素思想的基础上，对 

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进行划分，从非文本因 

素的角度分析《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由于本文主要 

论述的对象为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因此将不对 

文本因素展开讨论。 

二、非文本因素视域下的《吉檀迦利》 

冰心译本 

对文学翻译有重大影响力的主要有四种主要的非 

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与译者。这四 

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通过自身的相互渗透、 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与文本因素一起促成了译本的产生。《吉檀 

迦利》 冰心译本出版于 1955年， 正值新中国建立之初。 

无论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还是译者因素都与 

其他年代的《吉檀迦利》译本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 

可以说非文本因素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本因素的制 

约，此时，文本因素已从属于或受制于非文本因素。 

仅仅从文本因素角度分析《吉檀迦利》冰心译本有很 

大的局限性。因此，从非文本因素角度探讨《吉檀迦 

利》冰心译本不仅可以使研究更加完整，还能从更深 

层次上揭示这些因素的主体间性，扩展研究的深度。 
(一)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识形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逐渐建立起以马列主义 

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1952年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学 

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的周扬应约在苏联的《旗帜》杂志上发表了带有代表 

中国官方表态性质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 “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就是要文艺为现实，为政治服务，要为社会做肯定的 

描写，为社会歌功颂德。 ” [5] 《吉檀迦利》的冰心译本 

出版于 1955年，处在政治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时期。 

因此，诗歌体裁想要译介进入中国就自然不能违背其 

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 

中印两国自 1950 年建立外交以来，在 50 年代一 

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高层领导人多次互访，直 

到 1959 年发生西藏问题才开始降温。《吉檀迦利》出 

版之时，中国对于印度文学的翻译热情也十分高涨， 

主流文化对于印度文学翻译大多也是支持态度。在那 

样一个文艺界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年代，翻译是一 

种增进友谊，加强国家之间亲密程度的必要手段；同 

时，借助翻译这些国家文学还能够丰富国家的政治意 

识形态话语，增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有了 

坚实的政治后盾，冰译《吉檀迦利》的出现就更多了 

一层保障。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主要歌唱自然宗教， 

人道主义和大爱精神，语言清新自然。虽说诗歌本身 

不是在为社会主义歌功颂德，但也并非是有“意识形 

态问题错误”的文学作品，满足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需 

求， 这为泰戈尔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新时期主流诗学 

“不可以说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片空白，但 

也承认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坛确实控制比较严格，艺 

术也相对单一。 ” [6] 文艺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和 

“阶级斗争的工具” ， 政治斗争或文艺批判运动频繁发 

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政治 

意味很浓，类似宣扬革命热情，民族胜利的欢乐、阶 

级翻身的狂喜，对过去苦难的回忆来反映如今生活的 

甜蜜等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文 

学方面，有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有人甚 

至说五六十年代没有诗，有的只有为工农兵服务、为 

图 2  非文本因素、文本因素与译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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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广大大众的民歌、颂歌和战歌而已，主要表现为 

各式各样的政治抒情诗、叙事诗，以革命斗争，经济 

建设等为题材，表达方法明喻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不仅受到忽略，而且被 

当作消极的乃至反动的精神状态受到遏制，语言的诗 

性逐渐丧失。此时，主流诗学支持的文学作品主要是 

为政治目的服务。文学作品多以过往岁月的苦难对比 

现实生活的美好；以旧中国战争年代的动荡对比新中 

国和平年代的安稳；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假丑恶对比中 

国社会主义的真善美， 等等。文学作品政治气息浓重， 

种类单一。 

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的主题正是歌颂生活的 

美好，歌唱自然宗教，具有普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大 

爱无疆精神，与这一时期主流诗学提倡的“歌颂现实 

生活美好”的主题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吉檀迦利》 

中的诗歌本身清新隽永、语言流畅，有着与生俱来的 

自然美。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理念也 

不谋而合。 诗歌以轻快、 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 

现实生活的欢乐和过去生活的悲哀，表达了作者对祖 

国前途的关怀，作品“表达了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寄 

托了他对崇高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和对理想社会的热 

烈向往，展示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深情。诗人无 

限景慕的神实质上是以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思想 

的象征” [7] 。这又与主流诗学提倡的“文学为政治服 

务”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吉 

檀迦利》冰心译本的产生。 
(三) 国家“革命文学”的赞助人 

翻译是社会、政治环境下的跨语际交流活动，与 

文化控制、文化认同和文化抵抗相关。简言之，翻译 

与权力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语言学翻译观还是文化 

学翻译观忽略的不仅是贯穿于翻译中的权力关系，更 

重要的是忽视了翻译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 

行为，翻译的规范和译者策略的选择必然受其社会政 

治历史文化因素制约这一客观现实 [8] 。赞助人处于权 

力关系网络重要位置，对于翻译产生的影响也就不言 

而喻了。 

蒙代(Jeremy Munday)认为： “如果有出版商(赞助 

力量),他们会把某种意识形态强加给译者，而译者既 

可以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来选择译材，也可以通 

过翻译某部作品来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或协助 

某一外围意识形态或诗学来战胜主流力量。 ” [9] “翻译 

的动机来自源语文化，其目的是想通过翻译重新塑造 

崭新的国家形象，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翻译行为被纳入文学外交的脉络，具有强烈的意 

识形态性。 ” [10] 20世纪 50年代的中国处于对于政治意 

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年代，国家(或政府)成为了翻译活 

动的唯一赞助人，译者不可能选择“协助某一外围意 

识形态或诗学来战胜主流力量”(因为这会犯“敌我矛 

盾的错误”)，此时，赞助人对于译本的影响力大大加 

强。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对民营出版机构进行了整 

顿，后又对其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合并了一些出版机 

构，并限定翻译文学作品只能由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 

版社、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改为上海新文艺出版 

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 

出版。通过对出版机构的调整，文学翻译“赞助”系 

统完全统一到国家手里，改变了 20世纪上半期“把译 

书当作自己的私事”的现象。茅盾在 1954年召开的第 

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也说， “文学翻译必须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 

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的来进行” [11] 。 

“文学翻译已上升到国家行为层次， 并且完全体制化， 

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文学翻译不再是 ‘私人的事’ 。 通 

过以上手段，此时的文学翻译已牢牢控制在为政治意 

识形态服务的轨道上。 ” [12] 

在这种情况下，赞助人对翻译作品的选择提出了 

具体要求：必须介绍“优秀”和“进步”的作品 
② 
。 “苏 

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毋庸置疑是最符合 

‘优秀’和‘进步’的了，占这一时期翻译出版外国 

文学艺术作品品种总数的 65.8%。 ” [10] 除此以外，这一 

时期另一个翻译的重点便是对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 

国家文学的翻译。 “我们现在翻译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 

作品，主要为了增进我们兄弟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团 

结，在我们新的社会建设中互相鼓舞，在我们新的文 

学创造中交流经验。我们的优良传统的这一个方面， 

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就发挥在我国翻译界对亚非、拉 

丁美洲文学的重视上。 ” [13] 《吉檀迦利》是全世界历 

史上最伟大的诗集，又是新兴民主主义国家的优秀作 

品，必然符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翻译《吉檀迦 

利》不仅仅是增进两国友谊的桥梁，而且也是增加两 

国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手段。此外，冰心身兼作家和翻 

译家两重身份，她的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又被广泛认 

为十分相似，因此，《吉檀迦利》冰心译本必然会受到 

赞助人(即国家)的鼎力支持，还为形成了以后的中国 

文学中的“冰心体”文学也提供了支持力量。 
(四) 诗人译者的个人选择 

从译者因素的角度来说，冰心既是中国家喻户晓 

的作家，又是颇有建树的诗人， 还是一位优秀的译者， 

她自身的许多原因也决定了她是泰戈尔作品的理想译 

者。与其他译者不同，冰心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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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著名的作家，其文化身份不言自明；泰戈尔更是曾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名扬四海，由一位名作家 

来翻译另一位名作家的作品，本身就比普通译者更容 

易打开局面，即使不看文本，这两位本身的名气与实 

力早已为这部译作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一点不必展开 

赘述。因此，在研究《吉檀迦利》冰心译本时，译者 

因素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动机选择。在《〈吉檀迦利〉译者序》中， 

冰心这样来说明她选译泰戈尔作品的原因： “泰戈尔是 

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我最初选择他 

的《吉檀迦利》，只因为它是泰戈尔诗集中我最喜爱的 

一本。 ” [14] 在《我也谈谈翻译》中冰心自述： “我翻译 

的文学作品很少。……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 

品。 ” [15] 在《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 

中， 她又说道： “我只懂一门外文——英文， 还不精通。 

因此轻易不敢作翻译工作，尤其译诗。我虽然也译过 

一本国王和总统的诗，那都是‘上头’给我的任务， 

我只好努力而为。至于我自喜爱，而又极愿和读者共 

同享受，而翻译出来的书，只有两本，那就是《先知》 

和《吉檀迦利》！ ” [16] 这既表现了她的无奈，也更加突 

出了她对这两本书溢于言表的热爱之情。这可以看作 

冰心选择翻译泰戈尔作品的感性动机。对一个翻译者 

来说，对所要翻译的作家作品的喜爱是翻译好作品的 

基础。冰心对泰戈尔的爱慕是全身心的，早在  1920 

年冰心在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就表达了对 

这位大诗人的仰慕与赞美之情: 
“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你的极端信仰 

─—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 

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 ，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 

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 

一缕缕的合成琴弦， 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17] 

除了基于感性的热爱促成了冰心对泰戈尔作品的 

翻译外，她在《〈冰心著译选集〉自序》中直接阐明她 

的译书目的， “每逢我读到优美的、 用英文写的诗文时， 

就口译或笔译出来，让不懂英文的人，如我的母亲， 

让她分享一些美的享受” [14] 。由此可见，她做翻译最 

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让不懂英文的人能够分享美的享 

受，这也就决定了她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她基本上采 

用的是白话文直译的方法，更易于被读者接受，这也 

使得她的译作更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拥戴。 

其次， 文本选择。 冰心曾坦言： “我的英文没学好， 

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地如同雾里看花一般。因此我从 

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写不 

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但是，对于亚、非诗人 

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 

用英文写的。 ” [18] 这里冰心谦虚地说是由于自己的英 

文水平欠缺，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冰心作为译者预设 

了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惯与原作者的历史背 

景和文化习惯相对比较接近。比如，中国和其他亚非 

国家有着共同被帝国主义迫害凌辱的悲痛历史；中国 

文化又很早就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如佛教的传入， 

等等。这些原因使得冰心极易与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 

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产生共鸣。 “可以说冰心和纪伯 

伦，尤其和泰戈尔在东方文化这一大前提下拥有着潜 

在的心灵感应。既然心灵可感应，理解就更容易，理 

解原作的视角和切入点也更容易确定。 ” [19] 

最后，艺术选择。《吉檀迦利》是泰戈尔诗歌创作 

的高峰， 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作品。 

“吉檀迦利”是孟加拉文的音译，意为“奉献” ，主要 

表达诗人渴求与神结合的理想追求以及达到这种境界 

后的欢乐。从深层次看，诗中的神并不是宗教中的具 

体神祗，而是一种完美的象征，是真理，是光明和自 

由，是生命的无限。《吉檀迦利》是一部抒情哲理诗， 

是泰戈尔向神敬献的“生命之歌” ，表现了诗人一切矛 

盾归于和谐的哲学观念，表达了泰戈尔对人生理想的 

探索和追求。 “爱的哲学”是冰心文学书写的灵魂，正 

如她临终的嘱咐：有了爱就有了一切。郁达夫曾说： 

“对父母之爱，对小兄弟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 

弱小儿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 

的柔情。 ” [20] 对作品的美学追求使冰心在精神上以泰 

戈尔为榜样， 在翻译中寻求与泰戈尔相似的艺术效果， 

因为 “美的艺术作品不但能给人带来充分的艺术享受， 

还能提高人们对生活真理的认识，振奋精神和陶冶情 

操，鼓励人们投身于改造自然与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 

之中” [21] 。冰心心底无法言说的感情，在泰戈尔的诗 

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二者产生了高度的共鸣， 

徐志摩曾称她为“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 

子” [22] 。两人在思想艺术追求上的一致性让冰心的译 

作散发出迷人的光彩，经受住了时间的洗涤，受到了 

汉语读者的广泛认可。 

注释： 

① 前者侧重于从整体的角度，强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互 

动；后者从层次出发，强调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依存。 

② 所谓“优秀”和“进步”的作品，就是指在思想性上符合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尤 

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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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on­linguistic Factor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Case Study of Bing Xin’s Translation of Gitanjali 

LIN Jia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Gitanjali, one of the best poetry anthologies in the world, marks the summit of Tagore’s poetry writing.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language  several  times  by  different  translators,  which,  to  some  extent,  reflects  the 
popularity  of  this  collection  in  China.  Borrowing  the  three  factors  in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and  putting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transla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main  non­linguistic 
determinants of Bing Xin’s translation, and as a result works out the important status and role of non ­linguistic factors 
in  the producion  of  Bing Xin’s  translation  of Gitanjali.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non­linguistic factor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 Words: Tagore; Gitanjali; Bing Xin; Rewriting Theory; non­linguistic factors;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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